
杜维明：社会“病”了，但“元气”尚存 

去年，杜维明在接受采访时说，“北京奥运向国际宣示了中国文化美好的一面，令世人惊

叹，可是‘毒奶粉’、‘毒饺子’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却暴露出某些中国人人文素质的缺

乏，即使再举行 10 个奥运，也难于弥补在国际舞台上的负面形象。”《导报》最近提出“我

们的社会病了”，指出体魄日渐强健的中国人，心理却正在缺失信仰、严重畸形化。这一观

点与此前杜维明的呼吁“异曲同工”。  

    

  【访谈对象】  

  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祖籍广东南海，出生于

昆明。在国际汉学界，被公认为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访谈动机】  

  一见记者面，杜维明便笑着说：“原来，‘我们的社会病了’就是你们提出来的啊。”  

  今年 5 月 21 日，第 540 期《国际先驱导报》推出核心报道“我们的社会病了”，指出

体魄日渐强健的中国人，心理却正在缺失信仰、严重畸形化。这一观点与此前杜维明的呼

吁“异曲同工”。  

  去年 9 月，杜维明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奥运向国际宣示了中国文化美好的

一面，令世人惊叹，可是‘毒奶粉’、‘毒饺子’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却暴露出某些中国人

人文素质的缺乏，即使再举行 10 个奥运，也难于弥补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负面形象。”  

  作为当代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杜维明几十年来，一直为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思

想教育活动而奔走。他疾呼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创新，创办人文精神国际论坛，倡导对

话的文明，发扬宽容与包容的对话精神。  

  有人说，儒家伦理对勤奋、节约、家庭观念、团队精神，以及人际网络的重视，是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促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那么，伴随着中国市场经

济的日益深化这一大背景，新时期儒家学说是否能为中国的“精神病状”找到“药方”?抑或重

建崇尚“仁义”的久违的信仰?  

    

  【先驱语录】  

  ★人们对物质上有所期待，也叫做“物欲的释放”。我想，这些也是社会病态的重要原

因。  

  ★现在人们虽然心态浮躁，但仍有爱的心态和向上的志愿。社会虽然“病”了，但“元气”

还很充沛。  

  ★儒学，应当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它代表的中国文化积淀不是你可以选择的，

这是在你的心灵中根深蒂固的。有人把它比作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徐明 邓媛发自北京  

    

  “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元气越来越薄弱”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的社会病了”，您对此也有体会。  

    



  杜维明：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启发大家思考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治、

经济问题，还有社会心理问题。我觉得这一说法是一个创意，相信会得到很多人的回应，

也值得我们大家深刻反思。  

    

  Q：您觉得中国社会现在有哪些“病态”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A：一般认为，中国现在发展的势头很好，因为中国经济在腾飞，政治影响力也日益

提高，老百姓的自信心不断加强，在国际社会也树立了较好的国家形象。  

  但就在这样一个强势的氛围中，大家也在忧虑，不光是对未来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

发展，还有社会心理层面：这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民族要复兴，她所需要塑造的文化认同

是什么?  

  一方面，我们的期待比较高，期望人民素质达到更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自己

遭遇不少困境，比如社会秩序不够稳定、生态环境遭受污染、人文环境有很多缺失……;再

比如，市场经济的急速膨胀带给人们烦躁的急迫感，对健康的社会氛围也有很大冲击。  

    

  Q：有学者概括道，当前中国社会人心“溃散”，您对这一概括和归纳认同吗?  

    

  A：我想，这只是一个方面。用“溃散”一词来许形容这个社会，说明一些人有一种内心

的忧虑甚至焦虑。  

  目前社会贫富极度分化，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性非常大，以往维持社会安定的

因素发生很大变动，再加上伴随着全球化，我们的参照体系扩大了。我们发现，与韩国、

日本，还有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之间的差距还很大。所以人们对物质上有所期

待，也叫做“物欲的释放”。我想，这些也是社会病态的重要原因。  

    

  Q：您曾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市场化”，为什么市场的力量可以超越信仰

和宗教?  

    

  A：在中国，我们确实有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包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等。现在看来它们能使社会和谐，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敬互爱，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

间里，它们曾是批判的对象。我们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天斗、与地斗、和人斗，在那种

社会心态下，维系传统文化很是艰难。  

  但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基因，在中国人心里一直存在。  

  所以，我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基本上还健康，还是有“元气”的。人会

生病，病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元气”越来越薄弱，在这个情况下一病将不可收拾。只

要有“元气”在，社会就还能恢复。  

  现在人们虽然心态浮躁，但仍有爱的心态和向上的志愿。从一些突发事件，比如青海

玉树大地震中，可以看到人们的同情心，可以看到社会可以调动方方面面的资源进行抗灾

自救，说明社会有很大的弹性和动力。她虽然“病”了，但“元气”还很充沛。  

    

  唤醒“元气”需内外兼修  

    

  Q：那怎样进一步唤醒“元气”，使社会摆脱这种“亚健康状态”呢?  

    



  A：我认为恢复“元气”的可能性很大。主要问题在于“心”。信仰、态度和行为互为作

用，行为靠态度来支撑，态度靠信仰来支撑，信仰靠内心深处的精神价值来支撑。现在我

们在行为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也和态度、信仰有关系，所以最核心的问题是从最基本的

信仰和人生价值入手，但也不仅仅只从这条路走，还应该内外部力量同时进行。比如，希

望开车行走遵守交通规则，这得靠法制，也就是外来秩序。如果法制能和内心的信仰自觉

配合起来，就达到了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综合创新”：不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而是体用兼备，以全球为事业，不局限在古今中西之争)，能为我所用的思想资源实

现新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转变。  

    

  Q：在唤醒心灵重建信仰方面，儒学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A：从目前我的感受是，儒学处于一个上升的过程。现代的儒学者，一方面具有全球

的视野，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启蒙所带来的核心价值内化，从而发现更多非常深刻、具有意

义的资源，比如今天没有一个从事儒学研究的人不接受自由、人权、法治、理性、个人尊

严等价值。因此，我觉得，世界上很少能够找到像儒家所体现的全面而整合的人文精神。  

  它关注了个人、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天 4 方面关系。即个人的身心问题，人和

社会如何健康互动，人与自然如何保持和谐，人与天道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国当前的社会

缺乏敬畏感，对自然，还有很多科学家认为征服自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指标，这是绝

对有问题的。我们需要和自然保持一种持久的和谐关系。  

    

  Q：您的意思是儒学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学说，它的作用是不是会使人们以更加平和

的心态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A：一般我们希望了解，能治什么病，围绕病源来治病。更宏观地看，这里有人生观

和宇宙观的问题，我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常常和对财富的积累形成非常巨大的反差。有一

个全球调查机构曾经针对大学生做了一个调查，大学生最想拥有什么?从 4 个选项中选一

项：金钱、权力、智慧、知识。在国际上不少知名大学里，选择“知识”和“智慧”的比例相当

高。我担心，中国大学生很多人会选择权力和金钱。一旦“智”和“知”被剥夺了，就使社会变

得比较浮躁，形成心灵之弊。我想，儒学能在这方面让人的心态平和。  

    

  儒家文化应是安身立命的基础  

    

  Q：您也提到了法，有人说与儒家相比，现在的中国社会更需要法家的思想。  

    

  A：不一定是法家，我认为，应该是法律。因为法家的传统比较突出“耕田”和“战争”，

重视军人和农民，轻视商人和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各种专业，需要的是“法治”，

非制度的“制”，而是治理的“治”，比如宪法精神。如果市场没有“法治”，就很容易腐化。  

  “法治”和民主制度一样是一种生活方式，最终就要靠人来执行，需要人们拥有法的观

念和意识，使法律条文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常是以法作为获得利益的

手段，对法的精神并不尊重。因此怎样建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如何有效地把法治付诸实

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Q：依您前面所谈，“法治”的理念已经是新时期儒学所包含的精神了。  

    



  A：是的，宽广的人文精神是所有宗教和信仰的基础和参考。中国社会之所以可以维

持那么长时间，不是靠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而是靠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如果没有

精神性，这种文化传统很容易沦为工具。  

  儒家文化有一套它的基本价值理念，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觉得，在 21 世纪的

儒学，一方面发展的空间很大，另一方面本身要通过学习使得自己更为丰富。  

  儒学，应当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儒家代表的中国文化积淀不是你可以选择的，

这是在你的心灵中根深蒂固的。有人把它比作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  

    

  Q：现在您觉得中国对儒家文化的推广到位吗?有舆论认为，大陆的“国学热”有一种功

利的成分在里面，您对此怎么看?  

    

  A：功利性是有的，但是“国学热”还是能够推广国学本身的价值。现在有很多企业家到

大学学习国学，虽然有功利的一面，但他们愿意花费很多精力于此，这表示企业家们已经

从简单追求“企业做大，获得更多财富”的目标之外，也想获得一些人文价值，人生的意

义，追求心灵的满足。  

  目前有不少大学发展国学的工作还是非常扎实的。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

传统完全成为批判的对象。我们社会曾经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向工农兵学习，知识分子长

期积累拥有的文化资源，荡然无存，比如“克己复礼”就成为成千上万人批判的对象。现在

这种情况改变了，这种改变正面价值非常高。我注意到现在很多书院和读经班，还有学堂

也恢复了，开始讲授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这是好事。  

    

  Q：我们现在能不能这样说，现阶段对中国社会而言，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就看我

们怎么转?  

    

  A：我们现在确实处于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如果处理不好，就每况愈下。但转折点不

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的问题。  

  单就中国社会而言，要是儒学发挥它的积极效用，还是要“综合创新”。“综合创新”不能

靠一个阶层，一种职业。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人的自由是世界所有人自由的基础”。每一个人对儒学

的认同或者价值的基本实践，都是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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